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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杭州 31005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北京 100029）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据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企业在研发、生产、流通和交易等环

节越来越依赖跨境数据流通和数字平台服务，从而推动了产品出口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得企业在产品出口过程中面临着国际数字支付、跨境物流以及知识产权保

护等一系列挑战。为应对这一趋势，政府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以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与出口能

力提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积极推动装备类大型成套设备开拓国际市场，提

高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积极推动培育新形势下参与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外贸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持续增长，高科

技产业积极推进跨境合作，通过国际联合研发等模式，逐步实现从技术跟随向创新引领转变。然

而，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在持续增长的同时，仍面临日益突出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具体而言，伴随

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以数据安全、数字主权和个人隐私保护为由，密集推出一系列针对数

字贸易的监管措施，对数字密集型产品的国际流通形成了新的限制。在此情形下，数字贸易壁垒的

关注焦点已由早期的电子商务边境关税问题，逐步转向以数据流动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和国内规制

为代表的边境后措施，并呈现出形式隐蔽、约束复杂等特征。基于此，本文将数字贸易壁垒定义为

东道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对数字贸易施加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可进一步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

壁垒。其中，关税壁垒是指对与数字贸易相关的产品征收关税，代表性的关税壁垒有数字产品税、

数字服务税等；非关税壁垒主要表现为具有歧视性的法规要求或阻碍数据跨境流动的政策举措等，

其相较于关税壁垒更难以识别和量化。代表性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数据本地存储、市场准入限制、知

识产权保护和数据隐私保护等（马述忠和贺歌，2025），这些政策举措不仅削弱了数字技术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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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优势，也对依赖数据跨境流动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形成了显著抑制效应。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

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多数聚焦数字贸易壁垒对整体贸易或服务贸易的影响，缺乏针对高科技产

品出口这一领域的专项研究，未能揭示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影响的微观作用机制。

本文主要基于非关税壁垒视角展开分析。一方面，从全球政策实践看，世界贸易组织（WTO）自

1998年以来实施的《关于对电子传输不征收关税的暂定措施》使得跨境电子传输长期处于事实上

的零关税状态（Mattoo & Wunsch-Vincent,  2004），当前数字贸易面临的阻碍主要源自数据本地

化、隐私保护合规等非关税监管措施（Meltzer ,  2015）。另一方面，从现有指标实践看，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在构建指标时，也明确排除了关税因素，专注于对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电子交易规则、支付系统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措施的量化（Ferencz ,  2019）。基于

此，本文根据OECD网站公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数字贸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卢森堡作为

基准国，采用量差法测算出数字贸易壁垒指数。本文还依据OECD的高技术产业定义与分类标准，

从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网站公布的2014~202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数据中筛选出航空

航天器与设备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五大类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通过构建目的国—年份—

产品层面的面板数据集，实证探讨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与 本 文 相 关 的 第 一 支 文 献 涉 及 数 字 贸 易 壁 垒 的 概 念 演 进 与 理 论 基 础 。 随 着 全 球 数 字 经 济 的

发展，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已从早期的边境关税措施逐渐向边境后措施转移。早期研究主要聚焦

WTO框架下电子传输免税等边境关税问题，然而随着数据要素成为核心生产力，壁垒重心逐渐向

隐性的国内规制延伸。当前，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已趋于系统化：WTO主要关注国内

规制对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的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侧重本地化要求与数据流限制，

OECD则构建了涵盖基础设施、电子交易及支付系统等维度的全面分类框架。Meltzer（2015）指

出壁垒重心已实质性转移至数据本地化存储与源代码披露等领域；Weber（2010）则进一步剖析其

本质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数字时代的延伸，旨在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维护国家安全及争夺全球数字

治理话语权。基于此，马述忠和贺歌（2025）将数字贸易壁垒统摄为东道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对

数字贸易施加的关税与非关税限制性措施。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是数字贸易壁垒的测度与国际比较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科学测度是

分析其经济效应的基础，现有研究围绕指标体系构建、国际差异对比展开，主要可分为既有指数应

用与自主指标创新两类。在既有指数应用方面，学界主要利用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DSTRI）（Ferencz，2019）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发布的数字贸易限制性指

数（DTRI）（Ferracane et  a l .，2018）。DSTRI指数从基础设施联通、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

识产权、其他壁垒五个维度，通过二元赋值与主观加权，量化50个国家（地区）的数字服务贸易

限制程度，其数据被广泛用于检验数字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生产率的影响（吴飞飞等，2025；

盛煜辰等，2023）。DTRI指数则覆盖64个经济体，细化出1500余项限制措施，采用线性函数赋值

提升测算精度。但上述指数均存在明显局限：一是聚焦数字服务贸易，对数字货物贸易如高科技产

品覆盖不足；二是主观赋权与西方话语主导导致对发展中国家诉求的适配性较低（白丽芳和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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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2019）。为弥补既有指数缺陷，部分学者开始构建适配中国情境的自主指标。刘斌和赵晓斐

（2020）通过改进测度方法，以数字贸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卢森堡为基准，通过相对数字贸易额

占比构建相对壁垒指数，解决了DSTRI年度数据无波动的问题，更精准反映各国数字贸易壁垒的动

态变化。此外，盛煜辰等（2023）基于DSTRI的国际比较提出，2014~2021年全球数字壁垒整体上

升，且限制集中于基础设施联通领域，发达国家数字贸易壁垒水平显著低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则

因制度适配性调整，数字贸易壁垒程度在2016年后趋于稳定。

与本文相关的第三支文献是关于数字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围

绕贸易成本传导与要素配置阻断展开，揭示数字贸易壁垒对出口规模与出口质量的抑制作用，且逐

渐从宏观行业层面下沉至微观企业与产品层面。在贸易成本传导机制方面，学者们证实数字贸易壁

垒通过提高合规成本、信息成本和运营成本等方式抑制出口规模与质量升级。Ahmed（2019）指

出，数据本地化要求、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迫使企业增设本地数据中心、重构技术架构，直接增加合

规成本；马述忠等（2025）基于中国跨境电商运单数据发现，数字贸易壁垒通过阻碍消费者需求信

息获取，削弱跨境电商对长尾市场的挖掘能力，导致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王飞和李琳玉（2025）进

一步验证，贸易成本在数字贸易壁垒与服务贸易出口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且对金融保险、信息通

讯等数字敏感行业的抑制作用最强。在创新要素配置机制方面，现有研究则聚焦数字贸易壁垒对中

间品投入、技术溢出与产品升级等方面的负面作用。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吴飞飞等（2025）发现国

外数字贸易壁垒会阻断进口数字中间品的种类与质量，进而抑制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张国峰

等（2022）认为目的国数字贸易壁垒通过限制数据要素在生产环节的应用，阻碍中间品质量升级，

最终抑制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种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更显著；周东林和李美玲（2025）

则验证了数字贸易壁垒对绿地投资的抑制效应，他们发现，绿地投资作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

的重要模式有助于新建企业实现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跨国转移，数字贸易壁垒通过抑制绿地投资阻碍

了关键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外溢。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多基于行业层面数据或通用贸易数据，主要聚焦一般货物贸易或服务贸

易，研究视角往往停留在贸易成本抑制出口或要素阻断导致创新下降的单一机制上。相比之下，本

文以数字贸易壁垒为切入点，系统检验其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其在国家、产品不

同层面的异质性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丰

富了数字贸易壁垒效应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多基于总体贸易或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分析，较少关注

对特定产品类别的差异化影响。本文选取高科技产品出口作为研究对象，鉴于其高技术附加值与高

数字依赖性的特征，揭示了数字贸易壁垒对其独特的制约作用，填补了细分产品层面研究的空白。

另一方面，本文揭示了数字贸易壁垒抑制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具体传导路径，即通过增加跨境交

易成本和提高市场经营不确定性抑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为中国高科技产品出

口如何规避壁垒制约、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理论假说

高科技产品出口具有高时效性、高资本投入和高度依赖数字化的特征，这使其对交易成本变动

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极为敏感（Hummels & Schaur，2013）。相应地，数字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

型贸易保护方式，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出口数量本身，而是通过制度性约束重塑企业的成本结构与风

险预期。基于此，本文从跨境交易成本和市场经营不确定性两个维度阐述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

技产品出口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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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全流程从研发协作、订单生成、物流配送到资金结算均高度依赖高效的数字

化通道。数字贸易壁垒通过制造制度性摩擦，显著增加了这一过程中的显性与隐性成本。一方面，

数字贸易壁垒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合规与运营成本。例如，数据本地化要求迫使企业在东道国重构技

术架构或增设本地数据中心，这会直接增加硬件投入与合规成本（Ahmed，2019）。数据本地存

储与跨境数据传输审查等措施限制了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使企业难以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研发

资源，从而割裂中国企业与全球研发体系的联系，抑制技术创新活动（刘斌和甄洋，2022）。与

此同时，高科技产品制造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中的数据同步，以保障零部件匹配与生产协同（杨

飞，2025），而数字贸易壁垒阻碍了关键数据的跨境流动，导致供应链协调困难。在微观层面，

这表现为企业在技术适配评估与定制化需求响应上的滞后；在宏观层面，则通过推高贸易成本、

压缩创新投入空间等方式，削弱中国企业向以高科技为特征的全球高端价值链嵌入的能力（马述忠

等，2024；陈伟光等，2025）。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壁垒通过抬高信息获取与交易匹配成本，加

剧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例如，数据访问受限削弱了企业对海外市场需求的识别与预测能力，

使其难以及时捕捉细分市场和长尾需求，进而影响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与规模扩张（马述忠等，

2025）。而且高科技产品贸易对资金周转效率要求较高，当东道国实施支付系统限制或数据传输封

锁时，企业往往被迫采用效率较低的替代性结算方式，从而推高资金占用成本并延缓交易完成。综

上所述，数字贸易壁垒通过增加合规投入、阻碍数据要素流动与降低交易匹配效率，提高高科技产

品的整体跨境交易成本，从而阻碍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数字贸易壁垒通过提高跨境交易成本抑制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

高科技产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技术更新快、沉没成本高的特点，这使得出口企业高度依赖目

标市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Handley & Limão，2017）。数字贸易壁垒导致的制度不确

定性由此成为影响企业跨境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数字贸易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恶化了企业的经营预期。各国出于国家安全或隐私保护目的出台的数字监管政策往往缺乏统一标

准，导致东道国政府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显著提高了企业面临的合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贸

易壁垒通过阻断内部化路径加剧了经营风险。为规避跨境交易中的高交易成本与准入风险，高科技

企业通常通过跨国并购或设立子公司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存在，将部分跨境交易内部化。然而，数字

贸易壁垒往往伴随更为严格的外资准入审查，这削弱了企业通过本地化运营缓释政策波动的能力。

在此情形下，面对持续上升的制度不确定性，企业更可能采取推迟进入或缩减出口规模等审慎策

略，从而抑制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数字贸易壁垒通过提高市场经营不确定性抑制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分析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

valueikt = α + βDTBIit + Xit'r + μik + μkt + εikt                                     （1）

其中， i表示出口目的国，k表示HS6位高科技产品编码， 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valueikt表示对

数化处理后的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金额，以改善数据的长尾形态和异方差问题（Helpman et  a l .，

2008）。核心解释变量DTBIit表示 i国在 t年的数字贸易壁垒指数，由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

构建而来。Xit'为目的国 i在 t年的可能影响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经济增

长水平：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gdpgrowth）衡量，控制该变量是为了捕捉进口国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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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周期波动对其进口需求的影响；（2）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互联网普及率对数（ internet）

衡量。控制该变量可控制目的国数字基础设施差异对出口的影响，确保回归结果能准确捕捉数字

贸易壁垒而非数字基础设施本身的作用效应；（3）劳动力市场规模：以15岁以上总就业人数占比

（ labor）衡量。控制该变量是为了捕捉进口国生产要素禀赋和市场潜力对贸易模式的影响；（4）

经济发展与消费水平：以人均GDP对数（pgdp）衡量。控制该变量是为了区分因收入水平差异造成

的需求结构差异，从而更纯粹地识别数字贸易壁垒本身产生的影响。μik为目的国—HS6位产品编码

的交互固定效应，用以控制目的国— 产品层面的所有特征，包括不同目的国在产品层面的进口偏

好、不同目的国在产品层面的技术要求等等；μkt为产品—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产品层面

随时间变化的所有因素。εikt表示多维随机干扰项。系数β表示目的国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

品出口的影响。在估计时，为控制潜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将后续所有回归都聚类在目

的国—HS6位码产品层面。

（二）变量说明

1.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贸易壁垒指数（DTBI），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OECD网站。现有文

献在测算数字贸易壁垒时，通常采用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进行构建，在识别出数字

信息生产型行业后，结合投入产出表计算出某行业在生产中的数据密集度，并与国家层面的数字服

务贸易壁垒指数相乘后得到在行业—国家层面的数字贸易壁垒（Jiang  e t  a l .，2022；张国峰等，

2022）。部分研究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样本数据受限，在被解释变量为传统贸易数据时，难以

直接建立数字贸易壁垒与产品出口的关联，所以通过引入不同行业生产投入中的数据密集度来建立

数字贸易壁垒对传统贸易出口的影响机制，但这种测算方法可能对数字信息生产型行业的识别不够

准确。例如，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对数字信息生产型行业的分类较为精准，包含了十种行

业，而当研究者将其直接对应到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具体行业时，只包含了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

务（代码：63114）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代码：65115）两类，这可能会导致对某个行业的数

据要素密集度测算产生偏差。此外，由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包含了基础设施联通（IC）、电子

交易（ET）、支付系统（PS）、知识产权（IPR）和其他可能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壁垒（OB）五

个维度，仅以某行业数据要素密集度作为权重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细化到行业层面，可能仅反

映了行业生产中的数字化特征，而忽视了其他关键方面。例如，当存在支付系统限制时，可能没有

直接证据表明一个数据要素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会受到更显著的影响。本文采用高科技产品出口数据

作为贸易转型升级新业态，受到数字贸易壁垒的影响相较于传统贸易更为直接，所以无需依赖行业

数据密集度进行间接推算。本文参考刘斌和赵晓斐（2020）、马述忠等（2025）的做法，采用量

差法测算数字贸易壁垒指数。具体而言，以数字贸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卢森堡作为基准国，构建相

对数字贸易壁垒指标，如式（2）所示：

                                           （2）

式（2）中，RDTBIit为相对数字贸易壁垒指数，Digitallux,t为卢森堡在 t年的数字贸易额，数字贸

易额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UNCTAD）数据库的“数字交付服务贸易额”，GDPlux,t表示卢森堡在

t年的GDP水平，下标 i表示除了卢森堡以外的其他国家。该指标的含义为：以卢森堡的数字贸易额

占GDP的比例为基准，国家 i的数字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越小，则数字贸易壁垒的指数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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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梁昊光和秦清华（2023）的做法，由于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中存在相同国家在

不同年份取值完全相同的情况，该指数可能无法反映一个国家在不同年份间数字贸易壁垒指数的细

微变化，本文在得到相对数字贸易壁垒指数RDTBIit的基础上，对指数进行进一步调整，如式（3）

所示：

                                           （3）

根据式（3），以国家 i在2014年的相对数字贸易壁垒指数RDTBIi,2014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DSTRIi,2014为基准，可以计算得到当国家 i在 t年的相对数字贸易壁垒指数为RDTBIit时，其真实的数字

贸易壁垒指数DTBIit。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2014~2023年目的国—年份—HS6位产品层面的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数

据收集于CEPII的BACI数据库。由于高科技产业的定义和分类在不同国家有细微的差异，为确保可

比性，本文参考韩慧霞等（2022）的思路，依据OECD的高技术产业定义与分类标准筛选出高科技产

品贸易数据。具体而言，本文将研究范畴限定为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与设备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

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高技术产业。为匹配贸易数据统

计口径，本文还依据联合国统计署商品贸易数据库（SITC Rev.3）的国际贸易分类规则，对上述高

技术产业进行重新筛选与整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依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7）》的

行业划分体系，将高技术产业分为三级编码结构，各级编码均以阿拉伯数字标识。第一级为大类，共

6个，采用2位数字编码；第二级为中类，共34个，采用3位数字编码（前两位对应所属大类代码）；

第三级为小类，共85个，采用4位数字编码（前三位对应所属中类代码）。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列示

至第二级层面，最终确定的高科技产品分类及具体目录留存备索。

3.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宏观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要素禀赋类

的控制变量，包括gdpgrowth、 internet、 labor和pgdp。上述数据均收集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为

了防止异方差问题导致回归结果存在偏差，本文对互联网普及率和人均GDP进行了对数处理。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alue 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对数 361532 12.257 3.446 0.000 24.748
DTBI 数字贸易壁垒指数 196502 0.189 0.139 0.000 0.632

gdpgrowth GDP增长率 361532 2.871 3.855 -17.821 24.616
internet 互联网普及率对数 353854 2.285 1.655 -3.973 3.888
labor 15岁以上总就业人数占比 359030 57.984 8.673 33.488 85.032
pgdp 人均GDP对数 361532 9.284 1.415 6.099 11.803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准确考察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根据模型（1），以中国高科技产品

出口额value为被解释变量，以目的国数字贸易壁垒DTBI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依次纳入控制变量，

展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为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DTBI，未引入任何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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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加入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和产品—年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第（2）~（5）列则在第（1）列的基础上分别引入控制变量，从中

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DTBI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且系数大小变动幅度较低。总体而

言，基准回归结果说明，目的国数字贸易壁垒会显著抑制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

表 2 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5)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DTBI
-0.217*** -0.223*** -0.325*** -0.358*** -0.380***
(-3.031) (-3.113) (-4.358) (-4.655) (-4.924)

gdpgrowth
0.004** 0.003** 0.006*** 0.006***
(2.661) (2.018) (4.257) (4.595)

internet
0.001 -0.009 0.000

(0.054) (-0.635) (0.009)

labor
0.043*** 0.037***
(18.315) (14.927)

pgdp
0.337***
(8.037)

常数项
12.128*** 12.119*** 12.144*** 9.681*** 6.914***
(889.202) (849.707) (382.744) (69.222) (18.881)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9492 189492 184776 183609 183609
R2 0.902 0.902 0.904 0.904 0.90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第一，将计算

核心解释变量DTBI中使用的数字交付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别替换为出口额和总贸易额，再重新计算新

的核心解释变量DTBI_export和DTBI_total，并采用OLS模型回归，相应结果见表3列（1）和（2）。

可 以 发 现 ，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系 数 在 1 % 水 平 下 显 著 为

负 ， 说 明 基 准 回 归 结 果 是

稳 健 的 。 第 二 ， 将 基 准 回

归 模 型 中 的 固 定 效 应 更 改

为 产 品 — 目 的 国 固 定 效 应

与 年 份 固 定 效 应 ， 结 果 如

表 3 列 （ 3 ） 所 示 。 可 以

发 现 ，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系 数

在 1 % 水 平 下 显 著 为 负 ，

说 明 基 准 回 归 结 果 稳 健 。

第 三 ， 借 鉴 B e l l e m a r e 和

Wichman（2020）以及马

述忠等（2024）的做法，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替代核心解释变
量为DTBI_export

替代核心解释变
量为DTBI_total

更换固定
效应

反双曲正
弦变换

缩尾
处理

DTBI_
export

-0.582***
(-6.921)

DTBI_total
-0.420***
(-5.376)

DTBI -0.494***
(-5.705)

-0.383***
(-4.852)

-0.380***
(-4.924)

产品-目的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观测值 191505 179155 157164 183609 183609
R2 0.908 0.907 0.894 0.902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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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解释变量应用反双曲正弦变换，相应结果见表3列（4）。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负面影

响仍然存在。第四，部分样本数据极端值可能会使得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因此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和

核心解释变量进行1%分位数上的缩尾处理，并基于缩尾后的变量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列

（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全球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及贸易政策的高度差异化，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

的影响也会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因此，本文基于国家和产品两个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试图全

面揭示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应对数字贸易壁垒时所面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1. 国家异质性

（1）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差异会通过市场需求量、合规成本分摊以及贸易规则完善程度影响数字贸易壁垒的作

用效果，因此本文聚焦这一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具体而言，依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分类标准，以样

本期基期目的国GDP的中位数为界，将GDP高于中位数的目的国划分为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赋值

为1；把GDP低于中位数的目的国划分为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赋值为0，构造目的国市场规模虚

拟变量market，并将目的国市场规模虚拟变量与数字贸易壁垒DTBI的交互项引入回归。结果如表4列

（1）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对市场规模较小国家的出口更为

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需求旺盛，企业可通过批量进口降低合规成本，且其数字

基础设施、物流清关体系以及贸易规则更完善，企业应对数字贸易壁垒的成本与难度更低；而市场

规模较小的国家需求有限，合规成本占比高，配套设施与贸易规则不完善，导致企业难以准确评估

并适应当地的政策变化，从而进一步放大了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效应。

（2）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目的国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网络发展完善程度可能会影响贸易的数字交互效率、合规技术

适配成本以及数字服务保障能力，进而影响数字贸易壁垒的作用效果（周念利和姚亭亭，2021），

因此本文针对这一维度展开分析。具体而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以样本期基期目的国互联网普

及率的中位数为界，将互联网普及率高于中位数的国家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国家，赋值

为1；将互联网普及率低于中位数的国家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国家，赋值为0，构造目

的国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虚拟变量digital，将该虚拟变量与数字贸易壁垒DTBI的交互项引入回归。表4

列 （ 2 ） 显 示 交 互 项 系 数 显 著 为 正 ， 说 明

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更多体现在对数

字基础设施薄弱国家的出口中。其原因可

能是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国家数字基

建滞后，数字协作效率低，从而推高合规

成本。而高科技产品出口需要完善的基础

设施支撑合规要求，且需要高频的数字交

互，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低的国家缺乏稳

定的数据通道与存储能力，互联网普及率

较低，协作易延迟失误，从而放大数字贸

易壁垒的抑制作用。

表 4 市场规模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市场规模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DTBI
-0.963*** -0.500***
(-8.516) (-5.875)

DTBI×market
1.156***
(7.447)

DTBI×digital
1.247***
(7.166)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83609 188325
R2 0.904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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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始贸易额

考 虑 到 初 始 贸 易 额 能 反 映 与 目 的 国 的 贸 易 规 模 、 贸 易 合 作 频 率 以 及 贸 易 调 整 灵 活 度 ， 进 而

会对数字贸易壁垒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本文从与目的国初始贸易额高低的角度进行探讨。根据

CEPII-BACI的贸易数据，以2013年中国对各国贸易额的中位数为依据，将贸易额高于中位数的目

的国划分为初始贸易额较高的国家，赋值为1；将贸易额低于中位数的国家划分为初始贸易额较低

的国家，赋值为0，构造目的国初始贸易额虚拟变量 trade，将该虚拟变量与数字贸易壁垒DTBI的交

互项引入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贸易壁垒

的 抑 制 作 用 更 多 体 现 在 中 国 对 初 始 贸 易

额较高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上。这可能

是因为初始贸易额较高的国家与中国的高

科技产品贸易多基于长期稳定的产业链分

工，贸易规模大、协作频率高，数字贸易

壁垒会直接增加这类贸易的合规成本与流

程复杂度，且双方贸易依赖度高、调整空

间小，难以通过短期转向其他供给国规避

壁垒的影响，因此抑制作用更显著。

（4）初始投资额

考虑到投资额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难易度、营商环境完善度和贸易合作成熟度，进而会

对数字贸易壁垒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尝试从初始投资额的角度展开异质性分析。具体而言，

基于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将投资额高于中位数的目的国划分为初始投资额较

高的国家，赋值为1；将投资额低于中位数的目的国划分为初始投资额较低的国家，赋值为0，构造

目的国初始投资额虚拟变量 fdi，将该虚拟变量与数字贸易壁垒DTBI的交互项引入回归。表5列（2）

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更多体现在对初始投资额较低国家的出

口上。其原因可能是初始投资额较低的国家市场营商环境相对不良，与我国的贸易合作机制不够健

全，我国企业应对其增设的数字贸易壁垒冲击的能力较弱，难以抵御其带来的额外成本与不确定

性，使得数字贸易壁垒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2. 产品异质性

（1）产品附加值

高附加值与低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实力、利润空间和竞争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直接

影响企业应对数字贸易壁垒的成本承受能力与适配能力。基于这一逻辑，本文从产品附加值视角分

析 ， 将 产 品 根 据 单 位 价 值 中 位 数 划 分 为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和 低 附 加 值 产 品 两 类 ， 并 通 过

分 组 回 归 的 方 式 进 行 异 质 性 分 析 。 表 6 显

示 ，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和 低 附 加 值 产 品 的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系 数 都 显 著 为 负 ， 但 数 字 贸 易 壁

垒 对 低 附 加 值 产 品 的 负 面 影 响 显 著 高 于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 这 一 差 异 原 因 可 能 在 于 ， 高

表 5 初始贸易额和初始投资额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初始贸易额 初始投资额

DTBI
-0.612*** -0.570***
(-7.908) (-7.197)

DTBI×trade
-0.154*
(-1.652)

DTBI×fdi
1.299***
(7.466)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43716 157064
R2 0.908 0.904

表 6 产品附加值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高附加值产品 低附加值产品

DTBI -0.280** -0.477***
(-2.254) (-5.146)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91413 92196
R2 0.887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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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产品通常具备更强的技术壁垒、品牌溢价与核心竞争力，企业在研发、技术创新与合规适配

方面的投入能力更强，能够通过技术升级、数字化转型或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削弱数字贸易壁垒带

来的额外成本；而低附加值产品的利润空间相对较小，技术同质化程度高，竞争以价格优势为主，

企业应对外部成本冲击的能力较弱，数字贸易壁垒带来的合规成本、流程复杂度提升会直接降低其

有限利润，且这类产品缺乏足够的技术与品牌支撑转移成本压力，因此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效应更

为显著。

（2）原材料、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

不同生产环节的高科技产品在贸易属性、依赖的核心要素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会导致其对数

字贸易壁垒的敏感度与应对能力不同，进而使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效应出现差异。参考Brand t等

（2017）、马述忠和郭继文（2022）的研究，本文将高科技产品分为原材料、资本品、中间品和

消费品四组进行回归，以考察数字贸易壁垒对不同生产环节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从表7可以

看出，数字贸易壁垒对原材料和消费品类型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中间品和资本品

则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差异本质是不同产品对数字贸易壁垒的敏感度不同。具体而言，高科

技产品中的原材料贸易主要依赖物理属

性而非数字属性，而高科技消费品的贸

易依赖终端市场需求和品牌认知，对数

字贸易壁垒的敏感度相对较低。相比之

下，高科技中间品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

环节，其贸易高度依赖数字驱动的供应

链协同和跨境数据流通；而高科技资本

品的贸易高度依赖数字技术赋能和全生

命周期的数据服务，对数字贸易壁垒的

敏感度最高。

（3）技能密集度

技能密集度差异会导致高科技产品对数字服务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对数字贸易壁垒的敏感度

出现差异。参考Jiang等（2023）的思路，本文选取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作为高

技能密集度指标，并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数字贸易壁垒对高技

能密集度产品和低技能密集度产品均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一影响在高技能密集度产品中更为

突出。这可能是因为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高技能密集度产品的研发与贸易更依赖跨境数据流动、

数字认证等数字服务，而数字贸易壁垒会直接阻断这类关键数字环节，导致贸易成本大幅上升；而

基础电子元件等低技能密集度产品贸易对数字服务的依赖度较低，更多依赖传统物流与简单合规流

程，受到数字贸易壁垒的影响相对有限。

表 8 技能密集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高技能密集度产品 低技能密集度产品

DTBI
-0.437*** -0.296*
(-5.013) (-1.771)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40311 34304
R2 0.901 0.911

表 7 原材料、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原材料 中间品 消费品 资本品

DTBI
-0.185 -0.252** -0.059 -0.592***

(-0.036) (-2.087) (-0.193) (-5.583)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3 76064 17317 82344

R2 0.814 0.908 0.899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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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密集度

数字密集度决定了高科技产品对数字技术与数字环境的依赖程度，这会导致其对数字贸易壁

垒的敏感度存在差异。根据OECD基于多维指标测算产业数字密集度的分类体系（A Taxonomy of 

Digi ta l  Intensive Sectors）的标准（Calvino et  a l .，2018），本文进一步将高科技产品分为高数

字密集度和低数字密集度产品，并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从中可以看到，数字贸易壁垒

对高数字密集度产品的出口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低数字密集度产品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

是因为，数字贸易壁垒会破坏高数字密集度产品所依赖的数字环境，推高贸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而

对传统机械等低度依赖数字技术的产品，其贸易更多依赖传统物流和线下流程。

表 9 数字密集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高数字密集度产品 低数字密集度产品

DTBI
-0.385*** 0.243
(-4.974) (0.408)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75894 6843
R2 0.903 0.860

（四）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发现，数字贸易壁垒能够通过增加跨境交易成本和提高市场经营不确定性两个渠

道抑制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本部分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其中的理论逻辑。

1. 跨境交易成本视角

本部分从跨境贸易得分和数字支付成本两方面开展实证检验：①为量化目的国的物理跨境交易

成本，选取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中2014年跨境贸易便利度得分（trading 

across  borders  score）作为传统物理跨境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衡量进出口环节中单证合

规、边境合规及国内运输所需的时间与成本，得分越高意味着通关便利化程度越高、物理交易成

本越低。本文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与跨境贸易得分的交互项DTBI×Score，回归结果如表10列（1）所

示。从中可以看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在通关便利、物流效率较高的国家，数字贸易

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一结果揭示交易成本结构中的短板效应：在传统

贸易环境优越、交易成本低的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贸易流动的核心矛盾。②选取世界

银行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数据库（Global Findex Database）中的电子支付普及率（made a digital  

payment）作为数字支付成本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衡量了受访者使用移动货币、银行卡或互联网进

行支付的比例，反映目的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成熟度与交易结算的便利化水平。数字支付率越

高，说明该国数字支付体系越完善、支付渠道越便捷，支付成本越低。为验证数字支付率的调节机

制，选取2014年的数字支付数据，构建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乘项DTBI×OBS。表10第（2）列结

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数字支付体系越完善的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

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越强。这意味着，当高效的数字金融环境遭到数字贸易壁垒破坏时，贸易结算

可能被迫退回低效的传统模式，这种因技术倒退产生的制度性摩擦成本在金融设施完善的国家表现

得更为剧烈。综合来看，假说1成立。

2. 市场经营不确定性视角

本部分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跨境并购数量两方面开展实证检验：①为考察宏观环境风险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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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贸易壁垒效应的调节作用，引入Baker等（2016）构建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该指数衡量进口国宏观经济政策、财政监管及地缘政治环境的波动性。参考Armelius等（2017）的

做法，选取2014年各国的EPU指数，并使用美国EPU数值补充缺失值，以构建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

交互项DTBI×EPU。回归结果如表10列（3）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的上升缓解了数字贸易壁垒对出口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宏观政策高度不稳定的环境中，

企业面临的整体经营风险巨大，使得数字贸易壁垒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有限；反之，在政

策环境相对平稳时，数字贸易壁垒引发的不确定性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②本文使用跨境并购

数量衡量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建立实体存在和本地化运营网络的能力。具体而言，选取SDC数据库中

2013年中国企业对其他国家数字相关行业企业的并购数量作为调节变量，将其取对数后，与核心解

释变量构造交互项DTBI×Acq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10列（4）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跨境并购活动的增加显著削弱数字贸易壁垒对出口的抑制作用。这表明，通过并购当地数字企业，

中国出口企业能够实现较高程度的本地运营，降低市场经营的不确定性，从而能够缓解数字贸易壁

垒的负面影响。综合来看，假说2成立。

表 10 机制分析结果
(1) (2) (3) (4)

变量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DTBI -0.030 0.001 -4.304*** -0.516***
(-0.186) (0.004) (-4.306) (-6.201)

DTBI×Score -0.009***
(-3.208)

DTBI×OBS -0.015***
(-3.570)

DTBI×EPU 0.857***
(3.940)

DTBI×Acq 1.688***
(5.211)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9247 183609 182729 183609
R2 0.904 0.904 0.904 0.904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全球数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面临多重制

约。数字贸易壁垒以其隐蔽性、技术性等特征，通过增加跨境交易成本和提高市场经营不确定性路

径，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聚焦数字贸易壁垒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深度关

联，对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本文采用2014~2023年OECD网站公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CEPII-BACI数据库的双边贸

易数据，从高科技产品视角实证探讨了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从跨境交易成

本和市场经营不确定性两个维度进行了解释。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贸易壁垒会对中国高科技产

品出口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壁垒会通过增加跨境交易成本和提高市

场经营不确定性来抑制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目的国层面，数字贸易

壁垒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市场规模较小、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中国初始贸易额较高和初始投资额

较低的国家更为显著；在产品层面，数字贸易壁垒对低附加值产品、中间品和资本品、高技能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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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高数字密集度产品的影响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高科技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增强抵御跨境交易成本上升的能力。本文的异质性

分析显示，数字贸易壁垒对低附加值产品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高附加值产品。这是因为低附加值产

品的利润空间相对狭窄，难以消化由数字贸易壁垒带来的额外合规成本与交易摩擦。因此，企业应

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推动出口产品从低附加值的组装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与品牌

服务环节延伸。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与品牌溢价，更有效地对冲由数字贸易壁垒引致的显性与

隐性跨境交易成本，从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出口韧性。

第二，鼓励高科技企业创新国际化模式，通过跨国并购与本土化运营规避数字贸易壁垒的限

制。本文的机制分析表明，跨境并购活动的增加能显著削弱数字贸易壁垒对出口的抑制作用。这一

发现证实了企业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存在，将原本受阻的跨境交易转化为内部化运营，从而

绕过数据传输限制与市场准入壁垒。因此，政策层面应积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走出

去战略，鼓励其在主要出口目的国设立研发中心、数据中心或通过并购当地数字企业实现本地化运

营，通过内部化优势规避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与合规风险，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带来的市场经营不确

定性，从而促进高科技产品出口，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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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Barriers on China’s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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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urging global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prominen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barriers on China’s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holds signifi 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Based on a destination-year-product level panel dataset spanning from 2014 to 2023,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barriers on China’s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and their potenti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trade barriers signifi cantly inhibit China’s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notably, this negative eff 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destination countries with smaller market sizes, weak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higher initial trade volumes with 
China, and lower initial levels of Chinese investment, as well as for low value-added products, intermediate and capital goods, 
and products characterized by high skill and high digital intensity.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gital trade barriers primarily 
exert their influence by increasing cross-border transaction costs and heightening market operational uncertainty. Ultimately,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overcoming digital trade barriers, fostering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trade barriers;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cross-border transaction costs; market operation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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